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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體角色轉化在非複雜性哀傷諮商影響之初探

吳秀碧＊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本研究旨在探究客體角色轉化假說和治療儀式在非複雜性哀傷諮商的影響。使用質化研究中現象學

取向的重要事件研究法，探究 23名選修哀傷諮商課程的研究生，參與該課程學習方式當中所包括的

體驗性學習之經驗。該課程共有 10次小團體方式的體驗性學習，每週實施一次，每次 1小時（課程

每週 3小時）。本研究資料為學生體驗學習的第九單元「創造死者死後的世界」儀式活動之單次心得

報告。資料蒐集方法，於期末獲得參與者同意書之後，以該一單元的心得報告作為分析的資料。資

料分析和研究之可信賴度，採取質化共識研究分析方法，於資料匿名後，由研究者與兩名編碼者一

起共同進行分析。研究結果，在參與者主觀知覺中，不但沒有負面影響，還發現 11項有益的元素，

包括 8項治療因子和 3項個人成長，可歸納為「安頓死者獲得療傷和復原」與「學習與成長」兩層

面的獲益。最後並根據本初探研究的結論，對於未來研究和諮商實務提出具體建議。

關鍵詞：文化與諮商、哀悼、哀傷、客體關係、儀式。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哀傷（grief）諮商與治療的發展，自 lindemann（1944）在死者家屬親友哀傷反應之
研究受到矚目後，超過半世紀以來，哀傷已被認為是諮商和治療的重要議題。在 DSM -5
將非複雜性哀傷（uncomplicated grief）稱為「單純的喪親之痛」，列在「可能為臨床關注
焦點的其他情況」之問題（台灣精神醫學會譯，2014/2013）。顯見非複雜性哀傷在非心理
疾病問題的諮商與治療之重要性。

傳統的哀傷諮商理論主張哀傷者需要和死者脫離聯結（bond），哀傷方得以復原，
（Bowlby, 1961, 1980; Kubler - Ross, 1969; Parkers, 1980; Worden, 1991）。然而意義重建論
者主張復原重點不在說再見，而是重構死者和關係的意義，並繼續與死者的聯結（Neim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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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 Anderson, 2002; Neimeyer, 1998, 2000, 2001）。且認為若非病態的哀悼，並不需要
強調精神層面的處理，而偏向重視關係的心理或靈性層面，創造與死者愛和成長的關係

（Gaines, 1997; Hagman, 1995; Kaplan, 1995; Shapiro & D’andrede, 1969）。簡言之，其重點
在增進或改變對死者的積極意象（image）或表徵（representation），以及與死者的積極關係。
顯然關係的改變為從無意義或較少意義到有意義，或從有意義到更有意義的一條直線上的

程度移動。僅有程度的改變是否繼續聯結便可以充足療傷？ 
1999年與 2000年，Neimeyer（Fortner & Neimeyer, 1999; Neimeyer 2000）以他的學

生 Fortner的學位論文（Fortner, 1999）為依據，宣稱非複雜性哀傷者接受哀傷諮商會有傷
害影響與無效，引起附和之聲。直到 Larson 和 Hoyt（2007）就 Fortner的論文在統計方法
上的缺失提出駁斥，並認為這樣的宣稱，嚴重傷害到哀傷諮商的發展，根據他們的調查，

沒有任何實證或統計顯示諮商對正常哀傷（normal grief）的哀傷者有害。於焉掀起支持與
反對兩派的爭論。這場筆戰究竟是研究方法的缺失或諮商方法的缺失所致，亦或對正常哀

傷介入確實有害？尚待繼續探究。

遠在哀傷諮商理論與方法問世之前，非複雜性哀傷的人們便能夠在復原歷程，逐漸寬

恕或忘卻過去死者的傷害或缺失，重新賦於死者及與死者關係的新意義，而與死者產生新

意義的聯結，並將心中理想化之後的死者成為記憶。這種現象被稱為「理想化死者」（ide-
alized the deceased）（DeSpelder & Strickland, 2008）。由此，意義重建論近似非複雜性哀
傷的自主性復原歷程。因此，是否意義重建的哀傷諮商，只是對於復原歷程較具催化性而

已？除此之外對於哀傷者的協助，治療師還可以做什麼？由於意義重建論重點在改變死者

表徵（representation）或客體意象（image），以及關係的意義，並非改變死者的角色，以
及改變關係的性質，對於聯結的療傷影響值得再探討。

華人文化在哀傷療癒與西方哀傷諮商理念有所不同。華人不因親人死亡而與其中斷關

係，反而保留和聯結死者的象徵意像，故以聯結達到華人生活終極目標「圓滿」和獲得療

癒，反映華人特殊文化（李維倫，2004；余德慧，彭榮邦，2002，2003；李秉倫、黃光國、
夏允中，2015；許敏桃、余德慧、李維倫，2005；蕭高明，2014）。吳秀碧（2016）發現
本土傳統喪禮儀式具有 11項治療元素，其中核心元素為將死者從家族系統的角色和地位
進行轉化（transformation），得以與家族的生存者建立一種性質不同的嶄新聯結，達到生
死兩廂安頓的圓滿。這樣的新關係，為靈性的關係，顯示文化在哀傷療癒的影響。因此除

了重建意義，如果能夠改變死者的角色，並建立與哀傷者性質不同的新聯結，是否更有助

於哀傷的療癒，值得探究。

最後，華人文化中的宗教和儀式也常被用以抒解哀傷。巫術便是借用靈媒作為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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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以使哀傷者與死者靈象徵的再聯結，得以經由人際溝通的方式協助哀傷者處理情緒

和未竟事宜，促進哀傷的療癒（余德慧，2006；余德慧、彭榮邦，2002，2003）。雖然，
儀式常與宗教連在一起，事實上也有非宗教意涵的儀式，如結婚典禮、成年禮等。不論宗

教或非宗教的儀式皆具有促進生活和自我認同轉化的功能（Wyrostok , 1995）。美國學者
將儀式應用到諮商與心理治療領域的研究和實務，已很普遍（Brook & Fauver, 2014; Er-
ickson, 2004; Rogers, 1982）。其中以死亡相關儀式運用到哀傷諮商，日益受到矚目（Doka, 
2012; Gilligan, 1991; Reeves, 2011; Wyrostok, 1995）。Tuner（1969）發現喪禮為使用多項
儀式來渡過死亡的「刺激閾底線」（liminal thresh），經過喪禮儀式，清楚界定了主體與他
人的權利和義務，以及具有結構的型態。因此若根據我們傳統喪禮儀式的心理治療元素之

一，即死者角色轉化（吳秀碧，2016），發展成一種心理治療儀式，作為哀傷諮商的介入
之用，或許有助於處理哀傷者內在客體的角色轉化，以及產生嶄新性質的聯結。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無意推翻意義重建論有關繼續聯結的理念。旨在融入喪禮儀式將死者角色轉化

的華人文化特色，發展為心理治療儀式作為介入，以改變繼續聯結的性質，探究對於哀傷

療癒的影響。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一項研究問題，即：客體角色轉化假設，以及依據該

假設所發展的介入儀式對於哀傷者的療癒影響若何？

三、名詞詮釋

（一）客體 

客體關係論認為在成年期，一個人與他人和情境的關聯方式，主要由嬰幼期的家庭經

驗所形塑而成。內在客體（internal object）是由被照顧的環境中重複出現的主觀經驗之型
態所形成，不一定是外在實際客體正確的表徵。理論上，客體乃是母親、父親或主要照顧

者被內化的意象（image）（Gomez, 1997）。因此本研究所謂「客體」，是指哀傷者內在客體
的意像。

（二）角色轉化

「轉化」一詞原出於生物的基因學（Lederberg, 1994），有變形的意涵，生物界最典型
的例子就是蝴蝶的羽化。現在也被心理治療所借用（Janoff-Bulman & Frantz, 1997）。本文
所謂角色轉化，指實際的客體死亡之後，哀傷者內在客體的意像，經由儀式或一種特殊活

動，變形成為一個死後世界的角色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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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儀式

Rando（1985）對於儀式的定義，為：「一種特殊的行為或活動，行動者個人或一個團
體用以象徵性的表達某種情感或想法。可能是一種習慣性行為或一時之舉」（p.336）。故本
研究所指的儀式為含有心理治療元素的一種特殊活動，用以協助研究參與者表達其特定失

落的情感和想法，並非宗教的神祕靈性儀式。

（四）非複雜性哀傷

非複雜性哀傷又稱正常哀傷，在 DSM-5歸類為「當心愛的人死亡是正常反應成為醫
療關注的焦點」（America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2014）。由於哀傷反應和哀悼時間會
因社會、文化、種族和宗教而異；且複雜性哀傷為模糊又無共識的概念。自 1997年 APA
的專家期待在 DSM增列創傷性哀傷（traumatic grief）疾病的可能，然因其症狀組型在實
證尚無共識而未果。後因學者呼籲保險給付之需（Horowitz , 2005-2006; Rubin, Malkin-
son, & Wiztum, 2008; Shear, et al, 2011），免強在 DSM-5列有「持續性複雜哀傷障礙症」，
然而也註明「有待未來研究的病況」（p.153）。足見診斷具複雜性哀傷應謹慎。Rando（1993）
主張“以 6R等級來區分”：（1）知道失落；（2）對失落反應；（3）回憶與再體驗死者和關係；
（4）鬆弛對於死者的舊依附和舊的假定世界（the old assumptive world）；（5）再調適去邁
向新世界而未遺忘舊的；（6）再度投入現實世界。R1知有無迴避；R2及 R3知能否面對；
R4及 R5用以看調適。若呈現迴避、無法面對和再調適，則可能有複雜性哀傷，若無則可
排除。本研究據此，以排除方法認定非複雜性哀傷。

四、文獻探討

（一）非複雜性哀傷的諮商需求討論

Freud（1917-1959）為首位注意到哀傷為心理現象者，但未曾加以病態化哀傷（pathol-
ogizing grief），主張哀傷是對失去所愛的人之正常反應，不需要介入。後來 Klein（1965）
指稱哀傷是一種疾病，認為成人的哀傷是重演早期嬰兒因應失去與母親關聯的短暫憂鬱

時段，不過其論述重點在嬰幼兒發展多於哀傷。何以現在哀傷被列為臨床問題？ Granek
（2010）主張哀傷是「自然屬性」（nature kind），久遠以來都一直以某種形式存在。現代對
哀傷的觀點，目標是要人的功能具有經濟效益，經短暫哀傷便可以回去工作，才導致這個

正常的人類反應從「自然屬性」變成「人的屬性」（human kind）之觀點，他也稱之為「心
理屬性」（psychological kind）。Granek認為這種態度的轉變，肇始 Lindemann（1944）提
出心理學化的哀傷（psychologizing grief）原理，使得哀傷成為心理學的研究範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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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king （1995）更是直指哀傷可能是一種病態。可見自二十世紀中葉以來，美國現代心理
學界已宣稱哀傷為心理問題，並且需要專家介入。

哀傷是否需要諮商是一個廣泛的問題，若僅就非複雜性哀傷是否需要諮商，則有較

具體討論的空間，然而這也不只是一個贊成或反對的單純問題。自古以來多數人的非複

雜性哀傷並不需要諮商便能復原，而今被列入 DSM的非心理疾病問題必有其因。就美國
的哀傷研究發展史，哀傷被視為心理問題的原因，可能：一則，Lindemann（1944）研究
的對象為災難事件死者的親友，今日已知為創傷性哀傷，需要諮商（Prigerson & Jacobs, 
2001）；二則，美國現代社會不容許個人有足夠的哀悼時間，期待個人盡早回到工作場域
和正常的生活步調（Granek, 2010），否則易被視為「病態」。然而若將哀傷視為自然屬性
能自主復原，顯然也不是無條件的，除了死亡方式，時間便是一項重要條件。

在美國依附理論為歸類失落的性質和重要的派典（paradigm），也是用以理解複雜性
哀傷型態的依據（Stroebe, et al., 2005）。Bowlby（1973-1982）在幼兒與母親分離的研究，
提到幼兒與母親人物（figure）分離的第一階段反應「憤怒」，代表兩種意義：其一為譴責
她的遺棄；其二為要求她回來。健康的哀悼是：當渴望找到失去的母親與譴責她的過程，

經由重複的失敗，有足夠的時間可以表達情緒，便可以產生適應，這些憤怒便消失，這是

學習的結果。在哀傷方面，Bowlby （1980）認為個人不論暫時或永久感受到與一個安全依
附的人物分離時的威脅，便有調適依附行為的產生，主張哀傷歷程是一個調適的歷程。因

此 Bowlby認為哀悼需要有足夠時間來表達，逐漸學習而適應。顯然「足夠的哀悼時間」
讓哀傷者表達情緒，學習去適應，是哀傷復原的首要條件。

在工商社會，時間是現代人的最大壓力源。當前台灣由於生活方式與步調不同於農業

經濟活動的時代，在機構制度的效率導向下，個人哀悼的時間受限。加以都會化居住空間

與環境的限制，喪禮多委諸殯葬業者。因教學筆者與研究生曾多次參訪殯葬業者，得知業

界代辦喪禮平均 5天便出殯下葬，短者甚至 3天。由於遠古以來華人主要依賴喪禮哀悼失
落，喪禮結束之後通常個人也失去哀悼的環境。Worden（2009）認為喪禮有助於哀傷過程，
但是行使太快將減少其效果。若依 Bowlby （1980）的理論，推估目前在台灣可能無法容許
哀傷者有足夠時間去哀悼，以致非複雜性哀傷原本不必諮商，然而可能也有人需要。

（二）美國傳統哀傷諮商理論與新趨勢的限制

1. 哀傷理論簡要回顧

Freud主張哀悼始於需要脫離（detach）失落的客體。哀悼是一方面對失落的客體之渴
望，另方面則在現實所愛的客體實際上已不存在，由此「需要毫不遲疑的將原慾（lib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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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依附的所愛之客體脫離 ...順服於現實」（Freud, 1917, p.154）。他的觀點，哀傷是內在
精神的（intra-psychic）現象，經由認同（identification）將死者內化為自我（ego）的內
在客體，哀傷者的原慾從死者脫離為療癒歷程。這個理念成為美國多數傳統的哀傷諮商理

論之基礎，因此都重視哀傷者需要向死者告別，即原慾需脫離對已不存在的客體之渴望。

美國有關哀傷諮商的理論，主要有階段論（Bowlby, 1961, 1980; Kubler- Ross, 1969; 
Parkers, 1980）、任務論（Corr, 1992; Doka, 1993; Worden, 1991, 2009）及意義重建論
（Hagman, 2001; Klass, Silverman, & Nickman, 1996; Miller & Omarzu, 1998; Neimeyer, 

1998, 2000, 2001; Stroebe & Schut, 1999）等三大主要取向。這些學派，哀傷處理的共同
核心議題和差異，主要都繞著是否應與死者脫離聯結。受到 Freud的影響，無論階段論
（Bowlby, 1961; Kubler-Ross, 1969,1981）或早期的任務論（Worden ,1991）之基本假說，
都重視精神層面的情緒精力紓解，以及脫離和死者的聯結之必要。

晚近受到後現代社會建構主義、正向心理學以及存在主義的影響，哀傷諮商的新趨勢

一反傳統理論，重視失落發生後哀傷者能夠獲得正向學習和收穫。將失落視為一種生活

的轉變，並強調在轉變中哀傷者失去原來擁有的，然而也從中獲得成長的契機（Miller & 
Omarzu, 1998）。尤其強調繼續與死者聯結的重要（Klass, et al., 1996），並重視記憶在哀
傷復原的角色（Atting, 1996, 2000），以及意義重建的歷程 （Neimeyer, 1998, 2000, 2001）。
即便Worden（2004, 2009）也一改初衷，將第四項哀傷任務修改為「在融入新生活中找到
一個與死者永恆的新聯結」。而 Neimeyer（1998）特別強調哀傷的核心歷程就是意義重建
（meaning reconstruction）與繼續連結。意義重建論有不少優點，尤其對死者及與死者關係
的意義重建，特別有助於增進關係的意義或修復關係，使哀傷得以進展。

2. 當代哀傷理論之限制

當代美國哀傷諮商理論不斷推陳出新和修正，顯示現有理論不是鐵律，有待考驗。首

先，意義重建論者反階段論之說，已經由 Maciejewski、Zhang、Block和 Prigerson （2007）
的研究所反駁。Maciejewski等人研究 233名親人自然死亡的哀傷者，證實哀傷歷程確實
具有階段現象，依序為：「難以置信」、「渴望」、「憤怒」、「憂鬱」和「接受」等五個階段，

並認為哀傷最高峰約在 6個月左右。由此發現，可見：（1）親人自然死亡的哀傷歷程為可
預測性；（2）哀傷者的情緒反應需求不容忽視；（3）即便親人是自然死亡的方式，哀傷者
依然需要不算短的哀悼與調適歷程；（4）哀傷時間有個別差異性，即 1到 24個月不等。
顯示，非複雜性哀傷也需要一個月到兩年的哀悼時間。

其次，繼續聯結（Continuing Bonds，簡稱 CB）的主張已經成為晚近哀傷諮商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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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趨勢。所謂「繼續聯結」，表示哀傷者在內心存在繼續與死者的關係（Shuchter & 
Zisook, 1993）。Klass等人（1996）首先提出繼續聯結有助於復原的概念，意義重建論者
多主張復原重點不在告別，而是繼續與死者聯結。研究指出 CB的性質和方式都能預測哀
傷的嚴重程度，然而對哀傷療癒則有不同影響（Boelen, Stroebe, Schut, & Zijerveld, 2006; 
Field & Filanosky, 2010; Field, Nichols, Holen, & Horowitz, 1999; Field, Gal-Oz, & Bonan-
no, 2003; Schut, Stroebe, Boelen, & Jizerveld, 2006; Stroebe & Schut, 1999）。由於發現的不
一致和分歧，學者強調可能受到 CB和哀傷強度等概念化的影響，應繼續探討兩者的關係 
（Boelen, et al., 2006; Field & Filanosky, 2010; Schut, et al., 2006）。

若從 Winnicott（1951）的「轉換性客體」觀點，以遺物作為 CB可視為哀傷者在發
生失落後獲得安全之轉換性客體，哀傷者自我功能若未逐漸成長和強壯，而脫離對遺物之

依賴，便可能如前述研究，無益於療癒，甚至為複雜性哀傷之跡象。哀悼的調適需要依據

外在的新生活，去檢視對死者依附的心理基模（Horowitz, 1991），主要在哀傷者需要能夠
清楚區分與死者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關係（Reeves, 2011）。若不能夠區分，並認知死者
已不存在表徵的程度，也就是無法區分生與死的界線，那麼聯結將會成為不適應（Field, 
2006）。這樣的哀傷者在陳述過去的失落，會發生認知和行為沒有重新組織和重新導向的
狀況 （Main, Goldayn, & Hesse, 2002）。所以，只有強調重建意義以增進、改善或修復關
係，以便重建對於死者的認定（identity）和哀傷者的自我認定（Neimeyer & Anderson, 
2002），而沒有處理哀傷者心中與死者的生死分野，維持聯結可能是不充足或有潛在冒險
的諮商與治療方法。

此外由於繼續聯結的理論是以重建意義為先決條件，沒有意義的聯結可能無法有助於

哀傷療癒。Davis、Wortman、Lehman和 Silver（2000）在 1970至 1980年長達二十年間，
從事非預期性和突然死亡的哀傷者之研究，發現近 80%的哀傷者都會尋找發生死亡的理
由，然而幾乎都找不到可接受的答案。Janoff-Bulman（1992）對於創傷性哀傷的研究，也
指出研究參與者在死亡過了三年後，也僅半數人有答案；然而由這個問題再延伸，去問他

們從失落找到什麼意義，則多數人都未能找到意義，而且能否發現意義也和這些人的個人

功能好壞無關。所以 Davis等人（2000）認為在創傷性的哀傷，期望哀傷者發現意義是痛
苦也無用的，因為死亡沖毀了他們的世界觀。因此主張該促進或禁止探問他們對失落的意

義，宜視情況而定，對於這類哀傷者以重建他們被粉碎了的行善、正義和自我價值等人生

觀為要。顯然意義重建和繼續聯結的理論有其限制，以致無法普遍運用在所有的哀傷者。

Stroebe和 Schut（2005）及 Stroebe等人（2005）為了補救「繼續聯結」理論的缺失，結
合依附理論與壓力理論，提出採取不同壓力因應的人，會因依附型態差異有不同的哀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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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傷者將依據其依附型態繼續與死者的關聯；哀傷的複雜與不安全的依附有關。故建議哀

傷諮商採取對有些人以繼續聯結來處理，有些人則以鬆弛和中斷聯結來處理。如此使用二

分法來處理哀傷者，造成繼續聯結理論運用的不一致性，似有需要重新檢視繼續聯結理論

的缺失之必要。

（三）儀式與哀傷療癒

儀式普遍有兩種功能，即可以促進生活的轉化和轉化新的自我認定（Wyrostok, 
1995）。因此儀式已越來越受到現代心理學者的注意，且研究或使用儀式作為心理治療的
介入（Brook & Fauver, 2014; D’Aquili & Laughlin, 1979; Erickson, 2004; Krippner, 1987; 
Rando, 1985; Rogers, 1982; Thomason, 2009）。尤其運用死亡相關儀式，作為協助哀傷者
處理哀傷困境的介入（Doka, 2012; Gilligan, 1991; Wyrostok, 1995）者多。Imber-Black和
Roberts（1998）這樣讚美儀式的象徵：「所有的儀式都有象徵和象徵活動，因而能帶給我
們儀式的深度、意義和價值」（p.140）。

Frank和 France（1991）建議在治療過程，不同文化使用不同的象徵。象徵之所以
具有療癒力量，主要來自當事人很相信。在加州 Norwalk的都會州立醫院（Metropolitan 
State Hospital） 有鑑於文化差異，捨棄主流文化的諮商模式，為美國醫院首創運用墨西
哥文化的死亡相關儀式，以朗誦詩和演劇來協助因傷慟而住院的南美裔美國人（Angu-
lo-American）（Aguilar & Wood, 1976）。Reeves（2011）研究儀式的治療策略達 20年之久，
提出死亡相關儀式在心理治療的 11項益處，與吳秀碧（2016）在本土華人喪禮儀式研究
所發現之療癒因子有相似之處，包括協助承認和接受死亡為事實，提供有時限的、安全表

達情緒和哀傷，提升生活方向或意義的正向感，他人提供社會支持、公開表述和獲得鼓

勵，及達到身、心、靈合一等；主要相異之處，在於華人的死亡相關儀式，有角色轉化和

死後世界的慰藉，及以祭祀儀式作為溝通的方式。

不過，Reeves（2011）認為並不是所有的儀式都可以作為心理治療之用，需要注意儀
式之中真正可以做為心理治療之用的元素。他建議具治療的儀式之元素，包括：（1）謹慎
準備，在準備之際必須謹記儀式的目的，以及包括決定時、地、方法和內容等四個考慮，

對於當事人就準備而言便有療癒；（2）象徵的重要，由於儀式通常時間很短暫，因此有力
量的儀式能使當事人專注到典禮的目的，以便繞著特殊的主題注入經驗和知識，使用的工

具，需選擇可以促進這個轉移的象徵；（3）參與，即態度和注意力都在當前活動的現場，
積極參與可以增進身、心、靈合一的滿足；（4）劃清「過去」、「現在」、「未來」，在伸展
朝向未來之前，必須先告知或釐清過去和現在。此外 Milton H. Erickson強調在諮商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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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象徵性溝通和療癒儀式，應與宗教儀式不同，並主張使用家庭作業來促進改變，甚至

他常將儀式和單次會談並用 （Thomason, 2009）。上述建議可資設計治療儀式時參考。
最後，在使用儀式於諮商與治療時有一些重要考量，除了文化因素，首先是當事人對

於儀式的興趣。當事人對於儀式沒有興趣，有部分原因來自治療師，若治療師對於所要使

用的儀式不熟悉或不確定，當事人會由線索感受到（Reeves, 2011）。其次是治療關係，治
療師和當事人的同盟可以創造一個安全的氛圍，以便試探新的想法。所以強烈的信任感，

可以讓當事人去冒險。Brook和 Fauver（2014）研究指出治療關係和當事人的意義建構，
可以預測治療儀式的效果，人類的生物場（human biofield ）顯示，象徵在儲存、溝通和
調律的治療相關資訊中之角色，特別是在心理 -靈性的介入有反應，這個或許可以解釋治
療反應的行動機制。最後，當治療師開始學習使用儀式於心理治療，最佳方法就是從自己

記得的經驗開始，想想那些儀式在自己和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如此可以使自己從一個較寬

廣的範圍去思考儀式，而修改或創造當前可以使用的治療儀式。

（四）華人文化的死者角色轉化和繼續聯結

渴望尋找和保持與死者的聯結，為哀傷早期共同現象（Bowlby, 1961）。有哀傷者報
導在白日清醒中見到死者，這種現象較早被認為是一種幻覺（Hallucination）（Ree, 1971），
晚近則視為「與死者的一種持續關係」（Ree, 1997）。此外夢是一種投射，也常被哀傷者視
為一種與死者聯結和溝通的方式。Garfield（1991）深信人在清醒和睡覺的時候，都努力
在維持平衡以獲得良好的生活，無論是身體生病了或心理受到傷害或健康的時候，生活都

需要繼續調適，而夢具有這樣的功能。林耀盛、侯懿真、許敏桃（2011）在喪偶者的研究
發現，「想像體的縈繞」包括：「身體感知的記憶」，是透過想像的感知記憶而營造「音容

宛在」，為一種與死者的聯結；「夢境傳說的敘事」，即彭榮邦（1999）所謂「親人入夢」，
是另一種聯結的方式，為哀傷療癒的中介因子。這些發現呼應前述西方學者之見，也與西

方的哀傷諮商原理相似（Bowlby 1980; Neimeyer, 1998, 2000, 2001; Worden, 1991, 2009），
為與死者再連結有助於療傷；而與西方相異之處，在於華人不只是抱持「有神論」（The-
ism），也是相信「有靈論」（Anism）的族群（藍采風，2000）。由於相信有死後世界，哀傷
者能夠從文化承傳當中，自發的發展出心中死者新意象及與死者的新關係，這個新關係不

只有意義，也將死者角色轉變成為靈界的生命（吳秀碧，2016）。因此這個再連結為靈性
層面的聯結，不同於西方諮商的心理聯結。故即便在「想像體的縈繞」（林耀盛等人 , 2011, 
p.14）狀況，也不會對現世和幽冥分野毫無意識，可以減少生死界線不分的病態。

此外在華人文化中的祭祀儀式和靈媒，被作為與死者聯絡和溝通的方式。本土華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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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者與死亡親人「共命」情感的文化，生者不安便歸因死者不安，反之亦然（彭榮邦，

1999）。牽亡便是提供生存者與親人「亡靈」交涉或溝通的象徵演示之儀式，其過程如一
齣重逢的戲劇，「重逢」擺在演示的撫慰傷痛之脈絡，應允死者有一個位置，安置死者，

便安頓對死者的牽掛，哀傷者也得到撫慰（彭榮邦，1999；余德慧、彭榮邦，2003）。許
敏桃等人（2005）發現喪偶婦女借助靈媒和祭拜祖先與死去的丈夫聯結；而子女除跟隨祭
拜祖先方式外，尚以自創意象父親作為關係之聯結，並以此關係聯結來平復因親人死亡所

帶來的不完整感，而再次達到文化倫理所要求的圓滿。吳秀碧（2016）探討本土傳統的喪
禮儀式發現具有轉化功能，將死者在家族的角色和地位，從生存的家族系統轉換為死亡的

祖先系統，成為「作神」的角色，並繼續聯結。所以經由喪禮儀式，哀傷者與死者便以新

角色和新性質的關係作為聯結。這樣的轉化對於哀傷調適有利，在於相信已經在靈界的客

體和在記憶中過去存在的客體，兩者不會發生混淆。而且在華人文化中也認為「祖先」能

夠庇佑活著的親人，由此可以憑藉作為心中的力量。這是一種靈性的力量 -是現在的，也
是可繼續的，這是華人文化的優勢；西方諮商所主張，聯結是以對死者的記憶作為力量 -
是心理的，也是過去的，可能容易產生過去和現在的生死界線不分的冒險。

最後，心理防衛作用是用以對抗壓倒性的環境現實（Kubler-Ross, 1969; Parkes & 
Weiss, 1983）。Garfield （1991）相信自我的創造力，這種精神層面的內在運作可以反映在
哀傷者的夢境。因此喪親者創造的作品、幻想、夢或白日夢都可以視為哀傷者的投射，用

以對抗喪親的強大情緒壓力。由於逝者已矣，沒有可依附之實體，也不能過度依賴「轉換

性客體」，必須創造出內在可聯結之象徵性新客體，使心中舊客體意象成為記憶。因此若

擷取華人喪禮儀式轉化死者角色的文化內涵，並參考西方對於治療儀式之見，發展一種角

色轉化的治療儀式，或可在有時限的諮商歷程協助哀傷者轉化，促進心中死者的客體新角

色與意象之產生。這個儀式的歷程主要有六個步驟：「承」（heritage）─利用來自文化的個
人資產；「思」（thinking）─意義的推想，例如：什麼樣的死後世界符合當事人對死者這個
人的意義之評價；「慮」（contemplating）─盤算自我滿足的方式，例如：如何以符合個人
的希望或期待來安置死者於死後世界，而能感到圓滿；「轉」（transforming）─死後世界中
死者角色及意象的變形；「映」（projecting）─投射成視覺化的象徵性作品；「成」（identi-
fying）─認定視覺化的象徵死者之新角色和新意象。這個歷程或許有些是在個人意識，有
些則在下意識，在向他人敘說作品的意涵和人際交流中，將逐漸產生更多覺察和發展更多

義意，並堅定相信作品中的象徵。如此客體舊角色和意象可以被保留在記憶中，成為過去

的關係；客體新意象則因角色不同，而轉變為不同性質的關係，現在與未來可以繼續聯結，

由此達到「心」「靈」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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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所以意義重建的論調可能受到美國主流文化的限制，未考慮內在死者客體或表徵的角

色轉化。美國白人主流文化，與本土華人不同，因此無法將死者的角色進行靈性層面的轉

化，以利生存者將內在死者之客體重新安置和再聯結。在華人文化之下，喪禮和祭祀儀式

不只規範了哀傷者與死者在家族系統中的角色和地位之結構，也規範了彼此「人」、「神」

新關係中的義務和權利，「生」與「死」有很明確區分，哀傷者內心可以重新安頓了死者

角色，及與死者的關係。由此，若重建與死者相處的過去經驗，便能使過去的記憶成為心

中的安慰品，也較不容易發生心中「保持死者活著」（keep the deceased alive）的長期性哀
傷問題（Rando, 1993, p.182）。所以意義重建論主張繼續聯結有助於復原，這個基本方向
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必須考慮即便非複雜性哀傷，內在精神層面的處理也需要，以便無

論處理非複雜性或複雜性哀傷，在理論上都有一致性。故客體角色轉化對於復原或有其重

要性與需要性。

貳、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現象取向的質性研究法，以重要事件研究法（critical incident methodolo-
gy，簡稱 CI）作為探究參與者知覺在團體中從「創造死者死後的世界」之治療儀式介入的
影響效果。現象學的「描述」，並不只是將「現象」依樣畫葫蘆的描繪出來，而是在充份

的具體化中，將本質內容提升到本質的意識，此即現象學之「意向性」分析描述。意向對

象，不是自然的存在物，而是被知覺之事物本身；知覺的意義，便在內在種種不同的知覺

體驗中（張汝倫，1997）。由於 CI研究法規劃出系統的程序，作為蒐集資料、分析及報導，
在一個清楚界定的情境或活動當中，觀察參與者知覺特別重要的事件（Flanagan, 1954）。
CI的報導是描述一個情境或一個行動或兩者兼具，在決定結果的有效或無效為重要或有
意義（Woolsey, 1986）。CI的分析有兩方面：一為事件本身，另一為省思經驗的認知性
和情感性意義（Collins & Pieterse, 2007）。由此反映了 CI分析的三個主要特徵，即個人
經驗、省思及知識和意義的轉化。Brookfield（1990）觀察到作為探問參與者假設的世界
（assumptive world）之方法， CI在現象研究的傳統位階，是假設參與者的通性假設是從他
們對特定事件的特別描述當中臆測出來的。CI已普遍用在諮商與治療範疇的研究，例如
用來研究諮商所學生在經驗性訓練團體（experiential training group）作為成員知覺的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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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Kiweewa, Gilbride, Luke, & Seward, 2013），便是藉由學生每週記錄的週誌為研究分
析資料。故就本研究的主旨與研究問題，CI研究法有助於探究參與者知覺從「創造死者死
後世界」的治療儀式所經驗之影響效果。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參與者

為選修研究者所擔任之哀傷諮商課程的研究生。該班有 26名學生，於期末成績評定
後經說明研究相關事宜，共得 23人的同意書。

參與者的背景資料：性別為男 6人，女 17人；年齡為 20-25歲 14人，26-30歲 5人，
31-40歲 3人，41-50歲 1人；宗教為民間信仰 8人，基督教 2人，佛教 3人，無信仰 10人；
與死者關係為母親 1人，父親 5人，祖父母與外祖父母 6人，親戚 4人，其他 7人；死亡
時間為 1年以下 1人，1-2年 6人，3-5年 4人，6-10年 7人，11年以上 5人。
因參與者非來談者，有關事前確認參與者有無複雜性哀傷，未進行初晤診斷，僅以簡

易方法了解有無容易導致創傷性哀傷之死亡原因。其中只有 1死者為意外死亡，和參與者
為高中同學關係，且非目睹，可排除創傷性哀傷可能；其次，以迴避、無法面對和再調適

三項核對參與者，23人均可排除。

（二）協同編碼員

兩位協同編碼員皆為諮商組碩士畢業，曾修習哀傷諮商與質性研究課程，具有哀傷諮

商之實務經驗，其碩士論文亦均採取質性資料分析之研究方法，因此對哀傷諮商理論實務

與質性研究均熟悉與專業。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之體驗性活動為該課程學習的一部分。該課程學習方式，18週當中有 10
週在每週三節課中有 1小時的體驗學習活動，主要在提供學生統整理論和經驗，以及增進
自我覺察。故活動方案共 10個單元。由於學生已具備諮商技巧或正在接受諮商實務訓練，
故由學生自行組成 4-5人一個小組，進行低結構式之自助性體驗活動。為避免雙重關係，
研究者主要角色為說明與維持程序，及觀察各組進行歷程，並因應學生諮詢。10單元名稱
依序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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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方案名稱表

單元序 單元名稱

一 相互認識

二 我的失落故事

三 失落的心情

四 有關他/她的死亡最深刻的一幕
五 感到憤怒與內疚

六 與他/她的歡樂歲月-照片分享
七 遺物分享

八 他/她一生的意義
九 創造死者死後的世界

十 珍藏記憶與告別

（四）研究程序與資料蒐集

本研究資料，取自學生經驗性學習第九單元「創造死者死後的世界」之心得報告。該

單元目標在協助學生將死者角色轉化。該單元實施時，參與者以繪畫創造現在死者及其居

住的世界，並與小組同伴分享。原則上心得紀錄由學生自由書寫，但是必須包含三項重

點 : （1）這次聚會中個人知覺之重要事件與經驗，以及（2）對自己有何幫助或影響？（3）
怎樣產生幫助或影響？為了減少對研究和學習之干擾，事前並未告知該心得報告將作為研

究資料。其次，由於經驗報告僅計算繳交次數，不計分數高低，但是會針對報告內容提供

非評鑑性回饋，以鼓勵學生可以詳實和安心書寫，並有益學習。

（五）資料分析與可信賴度驗證

主要採取文本資料之內容分析法與開放性編碼方法。每份報告約 1-2頁，並只有 23
份。故於資料匿名後，由研究者與兩位協同編碼員，對每份資料共同進行開放性編碼的工

作。先選出意義段落，再將該段落概念化編碼，最後依編碼類別匯集主題，如附錄一。資

料編碼，每一筆共有四組號碼。以「設想外公現在生活的地方這部分，讓我知道外公現在

哪裡，感到放心踏實。」（011-04-c1-1）為例，第一碼 011代表這一筆為第 11位參與者的
資料，第二碼 04代表第四段落，第三碼 c1代表歸為「相信死者死後的善境，而釋懷」的
類別，第四碼 1代表主題（一）「安頓死者獲得療傷和復原」。
資料分析過程，由研究者先反覆閱讀資料文本，並選出意義段落，再與兩位編碼員針

對每個意義單元進行類別與主題編碼。三人共同反覆討論，檢視對於命名與歸類是否有不

同的看法，以期藉著尋找核心要素的過程中貼近研究現象的本質。若有編碼見解不一致之

處，則進行反覆的討論，直至彼此達成共識。故本研究以質化共識分析法 （Hill, Tho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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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 & Nutt-Williams , 1997）建立本研究之可信賴度。

三、研究倫理

在諮商與治療的學習，受訓者最好有被治療經驗，然因有經濟負擔之實際困難，故在

訓練治療團體領導者的過程，必須有作為成員的經驗（Yalom, 1995, 2005）。本研究的參
與者參加 10次的經驗學習，除提供體驗作為哀傷者的經驗學習外，也提供參與者自我覺
察個人的死亡焦慮程度、死亡態度，以及有無哀傷相關未竟事宜。此外在倫理上的努力，

尚包括：其一、告知參與者心得報告計次不計分，並會就其報告內容提供非評鑑性回饋；

其二、於學期成績評定後，徵求研究參與者，並取得知後同意書；其三、為防患參與者被

引發過度嚴重情緒反應的傷害，除了事前確認無複雜性哀傷之外，在活動進行過程巡迴各

組，隨時注意觀察有無特殊哀傷反應狀況者，以便主動介入或事後約談，作為評估是否需

要轉介諮商，並提供參與者於課後能與研究者約談或書寫 Email，追蹤與提供其事後所需
之協助；其四、研究者不涉入作為諮商師角色，以避免雙重關係。

參、研究結果

本研究並未發現有任何一名參與者知覺有傷害或負面影響。而主觀知覺獲得的助益共

有 11項，可歸納為「安頓死者獲得療傷和復原」和「學習與成長」兩層面的元素，如下：

一、安頓死者獲得療傷和復原

（一）相信死者死後的善境，而釋懷

過度認同親人死亡過程的病和痛苦，牽掛死後是否還存在的焦慮，往往是哀傷者傷痛

的來源。參與者透過繪畫視覺化了死者死後美好與健康的生活，能夠放心死者，而改變心

情。由於「在想像逝者死後的世界並且畫下來的時候，忽然有一種釋然的感覺，畫下健康

的外公自在的做著他想做的事情，住在自己喜歡的地方，很開心沒有負擔沒有病痛，想像

著他住在天上，一個充滿光亮和好天氣的地方，也許已經忘記我們了也無妨，至少他是再

也沒有憂慮的，他最在意的腳也能行走自如了。」（019-02-c1-1）

有位寵物死亡的參與者表示 ： 「這週的活動首先覺得最有力量的是畫圖，圖畫中我把
鼠籠畫得很完整放在「天堂」中，但把籠子的欄杆全部去掉，因為在這個世界，再也不用

欄杆來限制她的自由，⋯我也更了解自己希望她會去的「天堂」是什麼樣子，透過分享我

也找回更多當年疼愛她，疼愛得很驕傲的感覺。」（022-02-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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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置了死者，可得到自我安慰、消除自責或後悔

有位參與者在青少年晚期的失落，因抑制而延遲哀傷，表示：「一開始的畫畫，到最

後一次的書寫和畫畫，這裡面帶給我很多的想法和感念，幫助我看到一些我對於亡者情緒

隱藏的部分⋯，到這一次活動畫她現在的地方。我想也是一個讓我安心放下她的歷程，不

管那是我的想像，或者是那是真實發生的，我都希望她可以過得很好。」（016-02-c2-1）顯
示安頓了死者，可以不用再牽掛。此外也能夠經由創造對生前或死後的內疚或遺憾獲得補

償，「我幫外公造了房子、外公喜歡的小河、兔子陪伴外公等等，體驗到可以為外公做些

事情，而感到滿足，也彌補自己在外公在世時沒為外公做到什麼事的些微遺憾。」（011-01-

c2-1）

（三）產生死亡的現實感

創作的過程似乎是喚醒參與者現實感的時刻。有參與者表示：「我想正是因為我像在

畫過程吧，好像 XX的過世不只是定案，而有流動的可能性，不是只是結束在「死去」，

更多了「重生」的概念，因此讓我覺得，我的對他的期待和祝福，確有實現可能，這讓我

感到安慰。」（001-06-c03-1）

（四）發展新性質之聯結，成為心中的力量

這項儀式可以協助參與者產生與死者的新聯結，並得到力量。由於：「在經歷與死者

重新產生連結的過程中，瞭解了即便實體的人已經不在，卻能繼續在心理層面帶來新意義

的領悟，知道自己是被愛的、知道關係的失去並不代表斷裂，而是能在回憶中重新翻修，

賦予新的意義與繼續活下去的動力。」（004-02-c4-1）

（五）塑造死者新意象和關係

「繪圖與重新敘說的部分對我有幫助，有重新整理對 XXX的印象和感覺，建構一個更

清楚的天堂，而對這段關係的認知比沒有思考過，進展太多太多，我覺得這才是我覺得受

幫助的原因。」（021-03-c5-1）顯然儀式的過程，能提供參與者思考和創造死者的意象與關

係，

（六）修復關係

哀傷者若與死者在生前有衝突或焦慮的關係，可能造成生存者的自責或其他負面情

緒，哀傷難以復原。一參與者由於記憶中的死者較嚴厲，且對死者遺言不解，而未遵循，

長期以來深感自責。創作中不自覺地被勾起童年被疼愛的記憶，「特別在畫死後世界的時

候，我畫的阿公年紀及外貌沒有改變，⋯對阿公的記憶，終於不用卡在臨終遺言，透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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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串的體驗與整理，能夠再次感受阿公的溫暖、慈愛。」（010-05-c6-1），由此心中修復了
與死者的關係。或有對死者持負面看法，透過團體過程重新詮釋：「繪圖與重新述說的部

分對我有幫助，有重新整理對小舅舅的印象與感覺，⋯，活動中的不斷自我對話與整理漸

漸的有更多的想法，也對過去有更多的詮釋。⋯讓自己可以有不同的觀點去看待小舅舅的

生活。」（005-03-c6-1）

（七）完成願望，可以放下死者

「對我產生的幫助是 :我完成了爸爸及媽媽的心願。爸爸到另外一個世界去陪伴媽媽

了，雖然我還是有失落及思念的心情，或許我應該放下。」（013-04-c7-1）可見在現實世界
不可能執行的事，參與者可以從創造中完成死者的心願或自己對死者的心願，讓自己放

心。

（八）療癒的自我轉化

參與者從作畫和分享，在心理產生自我轉化歷程，正如參與者自我覺察到：「這一次

的活動我覺得主要在幫助自己，了解潛意識裡面正在經歷什麼，⋯自己可能需要一個自我

轉化的經驗，我畫的東西也會正經歷一個所謂的自我轉化的過程，所以我覺得這類的畫出

亡者下一輩子，我想想他在經歷什麼，或希望他的樣子如何，都是可以幫助自己能做自我

療癒，也可以更了解自己。」（006-02-08-c1）

二、學習與成長

（一）重建死亡的意義

對於死亡的負面想法，容易使哀傷者產生迴避。在創作安置死者的死後世界，可以改

變對於死亡或死後世界的負面想像，而能去面對：「給予死者的美好世界，讓我覺得原來

死亡之後的世界也許並非原本所想的如此負面，也許他在另外一個世界過著快樂的生活。

雖然我不知道真相，但這樣的創作分享，打破原本的負面解讀，也許死亡沒有不好，也許

死亡讓他開始另外一段旅程。⋯從原本的單一角度解讀死亡的負面以及殘忍，到死後世界

的創作，重新建構死亡的意義，不只有負面和殘忍，也可能是新生，新生活的開展」（018-

01-c8-2），或「我畫的是外公和外婆在天國唱詩歌、從那裏還看得見媽媽也在教會裡的詩班

練詩歌，兩個世界的音符在相互傳遞呢 !當我知道即便生離死別，若還是能傳遞想念的時

候，我就不那麼害怕死亡了。」（020-03-c4-1）

（二）人際關係的學習

死亡使人失去所愛，而感到傷痛。如果能夠將情感情緒從死者退出，導向現實人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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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復原有幫助，如「因為對爺爺有所遺憾，不想以後對他人比如奶奶、外公外婆也有遺

憾。」（008-01-c7-2），為從活動過程體驗到及時珍惜親人關係的可貴。

（三）人性觀的改變

創作過程讓參與者再思索死者與自己的關係和影響，改變了對人性的哲學觀，如：「讓

我再去思索到我對於『人』的看法之外，當我體認到人可能是非善非惡或是有善有惡時，

我可以選擇怎麼去看時，我會覺得有一種自由的感覺」（003-04-c10-2），或：「在省思中卻

發現父親的角色對我人格特質上的影響。壞人不一定所有的行為都是壞的，這部分影響了

我的哲學觀。」（007-03-c10-2）

肆、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

就前述發現結果，分兩部分進行討論：

（一）安頓死者獲得療傷和復原

就文化與療癒而言，本研究依據我國傳統的喪禮儀式當中有關客體角色轉化的心理治

療元素（吳秀碧，2016），發展出心理治療儀式，對參與者介入結果發現有八項療癒元素，
未發現有引起不適或哀傷惡化的影響。研究哀悼釋放歷程（mourning-liberation process）
長達三十多年，Pollock（1989）相信普世的轉化適應歷程與失落和改變有關，使得個人
或社會得以轉換和進步，這個轉化歷程與創造有關。成功的完成哀悼歷程將導致創造出結

果，作品反映哀悼歷程的主題。創造可以「修復以保存失落的客體，並給於永恆的生命」

（p.33）。華人文化的祖先系統和「作神」角色，以及象徵死者的「神主牌」位，都可視為
華人因應失落的集體創作結果（吳秀碧，2016）。

將死亡親人轉化成為存在於靈界的象徵性角色，為哀傷者承襲自文化的特質，協助華

人轉化調適失落帶來的哀傷和達到圓滿的復原（余德慧、彭榮邦，2002，2003；林耀盛等
人，2011；許敏桃等人，2005），是由於來自當事人自己很相信（Frank & France, 1991）。
本研究參與者不論有無宗教或不同宗教信仰，都能夠創造安頓死者的死後世界，主要與華

人文化有關，不是宗教因素。即便對死去的寵物，參與者也能經由創造給于永恆的生命，

而感到安慰，如：「左下角的保羅，他還是一隻狗，但是不同的是，牠可能是在天上當狗

天使，很開心的在大草原奔跑，或者是，牠已經投胎轉世，成為了另一隻狗，在一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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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開心生活著⋯，我覺得不論牠住在哪裡，只要牠可以開心的過自己的生活，這一

切就很值得讓我安慰。」（015-03-c1-1）創造的聯結性質為靈性的，非心理的。余德慧等人

（2004）提出一個「非」關係療癒的概念。通常在親人死亡的最初階段，哀傷者會產生縈
繞的反應，這縈繞空間不是惦念空間或記憶空間（李宗燁，2003；彭榮邦，2000），而是
會慢慢朝向「非」人倫的人倫（余德慧等，2004），這是屬於靈性空間，非心理空間，相
當於李清發（2003）所謂的「思」，是一個詩意的，「非」知性的系統。的確，死後世界的
想像是創造的、浪漫的、非知性邏輯的、是靈性的。華人與其死亡親人之間的「人」「神」

聯結便是這種性質。

而參與者的作品也如 Pollock之說，反映哀悼歷程的主題，如期望、內疚、牽掛、缺
現實感、未竟心願等。「畫畫的過程之所以會有幫助，我認為那是一種具體化的付出表現，

面對摯愛的人死亡，人難免都會有愧疚、自責等情緒，而畫畫的過程，不只是具有抒發情

緒的功效，更能以畫出來的方式，具體的呈現出死者在死後的世界，生者藉由圖畫，看見

且相信死者在死後世界生活得很好，也能產生一種安慰的作用。」（002-04-b1）參與者由繪

畫啟動解決問題所需的想像和創作潛力，投射其內在處理哀悼歷程的議題，再認定作品中

死者和死後世界的意象，而產生療癒的轉化。

就儀式與轉化功能而言，華人的哀傷療癒是轉化，為依附關係依賴宗教儀式轉化到象

徵領域，非自然而得（余德慧，2006）。由於將死者轉化為祖先，為一種外在的關係，得
以與死者進行外在關係的聯結，並進行對話（李秉倫等人，2015）。本研究使用之心理治
療儀式，驗證能轉化這種外在關係的聯結，並促進死亡現實感，也提供一個承認和接受死

亡為事實的場域 （Reeves, 2011），如：「由於我無法為 XX送行、見她最後一面、及參加她

的喪禮，所以對我來說 XX就像突然消失了一樣。我之前偶爾還會有一種很奇妙的錯覺，

就是覺得她還依然活在遙遠的 OO（城市），⋯在這一個活動裡面，對我產生最大的幫助，

莫過於終於讓我有機會去面對 XX的死，⋯當我在繪製 XX活在天堂的那一刻，我感覺自

己終於回到了現實，真真切切的知道了 XX在天上，而不是在 OO。」（023-03-c3-1）

此外因華人「孝」「慈」文化的影響，生存者都希望死者往生善處，方為圓滿。哀傷的

夢境可以反映個人在哀傷歷程中的不同階段或時間點（Cookson ,1990）。完形論認為清醒
時的幻想、白日夢和睡覺時的夢，在性質上相同（Perls, 1973）。依此尚在傷慟的哀傷者所
想像的死後世界通常也是負面的。本研究參與者經療癒過程的心境轉變，所創造的死後世

界和生活都是美好的，對於死者的新意象也是積極的、健康的、年輕的，這些皆來自參與

者期望和希望的投射，而能夠自我轉化和療癒，「在畫的時候我一直在調整，想試圖畫的

更好一些，就像盡我所能讓他過得更好一些一樣，最後畫完了以後，我感覺心情就變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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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很高興，仿佛是我劃出來以後，他就可以住在那樣的世界了，我可以很放心，也很開

心。」（014-02-c1-1）可見靈性的力量遠超過心理的認知。儀式中的象徵確實具有產生義意

和價值的功能（Imber-Black & Roberts, 1998），且由於儀式能轉移物質世界的正常事件的
活動，似乎有催眠的效用（Rogers, 1982），使得儀式可作為諮商與心理治療的介入。
而儀式的行使常包括他人的社會性支持，為重要的療癒力量（余德慧、李維倫、許敏

桃，2002；吳秀碧，2016；Reeves, 2011）。如：「活動中將死後世界和死者現在樣貌『畫
下來』，讓想像、創造更具體，再加上『說出來向別人分享』，讓我對創造出來的死後世

界、生活、連結關係等，思考得更細緻詳實，也再次加深了對這個世界、連結關係的相

信」（011-05-b1），或「藉著在課堂上的體驗分享，一部分在處理我和死者的關係，一部分

也在讓我建構心中對於死後世界的圖像，另一個部分也讓我有時間沉澱並思考有關於我的

生命意義，死亡雖然是無法避免的事實，但也由於這個限制，讓我們珍惜在世間的一切，

並找到存在的意義，且建構對於死後世界的圖像，可以讓我知道我死後也可以去我想去的

地方，並在另一個世界做喜歡的事情。」（008-03-b1）由於與他人分享能改變哀傷者內在死

者客體的意象或表徵（Klass, 2001; Klass et al., 1996），顯示社會支持為轉化不可少的一環。
牽掛死後的親人狀況，往往是哀傷不能了結的原因之一（Gilligan, 1991）。Core、

Nabe和 Core（2000） 在有關死後世界的意象，這樣陳述：「當人面對不明確的狀況，會尋
求證據。他們將會想要就繼續存在這方面，去知道死亡的意義為何。然而，蘇格拉底似乎

是對的，我們不會知道。我們必須選擇某些死亡意義的圖像，並隨之而為」（p.519）。華人
文化相信死亡並不是一切都消失，而有靈魂和死後世界存在，即「死亡意義的圖像」。當

死亡為有意義的圖像，便可減輕牽掛：「我特別喜歡後面這個活動，因為某種程度上能協

助我自己在心理上過得更好更自在。知道爸爸目前已經到達一個喜歡（至少我猜他喜歡）

的地方，心中負擔也隨之減輕。」（012-01-c1-1）

罪疚感為哀傷常見的主要情緒反應（Worden, 2004），自責和後悔為其主要元素，與
哀傷的調適有關（Stroebe, et al., 2014）。儀式的象徵所具特有的力量，在其特殊資產能夠
碰觸到當事人的困難或失功能的下意識意義（Gilligan, 1991）。「創作死者死後的世界」儀
式能提供參與者對於死者的遺憾，作補賞行為或是修復關係的機會，得以消除後悔和自

責，如：「讓我有機會可以好好的為她（寵物）打造一個很美很棒的天堂，也讓先前沒有

為她埋葬的愧疚與自責，能透過最後為她做點什麼，得到一種被原諒的感覺。」（002-01-

c2-1）此外，Neimeyer、Prigerson和 Davies （2002）主張感到死者死後有意義，才會感到
死亡有義意。有喪母的參與者表示：「在經歷與死者重新產生連結的過程中，瞭解了即便

實體的人已經不在，卻能繼續在心理層面帶來新意義的領悟，知道自己是被愛的、知道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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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失去並不代表斷裂，而是能在回憶中重新翻修，賦予新的意義與繼續活下去的動力⋯

人死過後，並不代表連結就斷絕了⋯，現在與她的連結、對她的思念能成為人生路上的精

神糧食。」（004-02-c5-1）參與者經過創造有意義的死後世界與死者再聯結，才能使記憶如

Atting（1996, 2000）所言，成為哀傷復原的力量。
最後，本研究為僅實施十次的團體，故發現結果也呼應Wyrostok（1995）的主張，儀

式很適合在有時限（time-limited） 的心理治療使用。

（二）學習與成長 

哀傷療癒，並不是恢復到死亡發生之前的狀況。雖然哀傷者失去原來擁有的，然而

也從中獲得成長的契機（Miller & Omarzu, 1998），在社會與個人方面產生成長性改變
（DeSpelder & Strickland, 2008）。即便延遲性哀傷者，在頭兩年也有成長（Currieni, Hol-
land, & Neimeyers, 2012）。意義重建論者（Gilles & Neimeyer, 2006; Neimeyer & Ander-
son, 2002）主張發現利益，即「正向的再評價」（positive reappraisal），為認知結構的改變，
是適應一個事件的方法（Folkman, 1997; Janoff-Bulman, 1992）。本研究發現個人成長為哀
傷調適歷程的學習結果，共有三項：（1）重建死亡的意義；（2）人際關係的學習；（3）對
人性觀的改變。

對死亡的恐懼為人類普遍的反應。人類面對死亡和即將死亡會有九大恐懼（Neale, 
1991），可歸納為三類：「害怕死後會發生什麼？」、「對死亡歷程的恐懼」、以及「發生一
般生活的失落」。本研究參與者改變對死亡的負面觀感，可能由於在創造過程想像或相信

有死後的世界，且如前述因文化因素，在創作的過程投射死者和死亡世界為健康的、美好

的、正向的等，對於死亡的正向再評價，並認定正向的死後世界，而降低對死亡的恐懼，

也改變對死亡的負面觀感。

其次，哀傷者對於曾與死者共同生活的世界之人、事、物也會有很多省思和學習，而

體驗到其中的意義（Attig, 2001）。本研究參與者對死者生前行為有負面評價者，尤其以
對參與者曾有傷害者，被負面評價也較大。經過創作及與同儕分享，對於死者和人性觀都

產生改變，如：「當我們小組也分享了父親經歷過外遇，或是父親懶惰，希望他下一輩子

更努力等等，這樣共同交集出對父親的期待。實在是很過去的經驗，也可以了解或許他們

那一代的男性也正經歷類似的課題與經驗。」（006-03-b3）Folkman（2001）主張在負向經
驗中發現利益的重要，是由於對情境改變視框（reframing），以意義為本的因應（meaning 
-based copying）之功能。發現利益，則可以從失落中學習到生命的啟示（Neimeyer & 
Anderson, 2002）。因參與者在成長過程的傷害者都是自己的父親，這樣的改變，除了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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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文化重視人倫在關係處理的影響力（李維倫，2004），也如 Viederman（1989）主張，
失落客體可以導致人格改變和成長，是由於鬆綁了之前認同曾經禁制和阻礙成長的失落客

體。

此外學者發現「受苦」是人情倫理發生阻隔，亦即沉溺在個人內在世界，而與外界人

際關係斷裂（李維倫，2004；余德慧等人，2002），乃提出「倫理療癒」的概念，同時也
指出「倫理黑洞」（余德慧等人，2004，p.277），為倫理無法顧及的暗處。本研究參與者便
有因「倫理黑洞」的未竟哀傷：如編號 023沒有參加喪禮，及 004年幼喪母，因此失去表
達哀傷的環境或機會；010和 008則由於過去無法說出對祖父的內疚或自責；006和 007
乃因對父親的憤怒沒有機會表達和被接納。哀傷經驗未能表達，對「人生觀─心境的轉

變」的影響最多（周吟樺，2012）。研究參與者由於在創作及與有相同喪親經驗者的人際
交流中，獲得理解與支持，繼續處理未完全修通的部分，產生轉化，而領悟到人性的多面

向。鬆弛舊的、固著的看法，重新評價和重建過去經驗，對死者這個人或關係產生新的義

意，也產生新的認定，而得到釋放。有參與者表示人性觀的改變得利於同儕分享：「從和

同組夥伴分享過程中體會到的，一個人不管生前有啥不好的作為，要放下對於死者的怨和

恨，似乎都要去想想他生前不錯的部分。」（003-03-b5）這是一種人際學習。因此哀傷療癒

的焦點不在自我的功能，而是在於真實自我與人情形式之間的修通（work through），反映
了哀傷的社會性，其他人的參與有幫助，可以向他人敘說而改變對死者的表徵（Klass, et 
al., 1996; Klass, 2001）。在哀傷諮商團體的研究也發現，分享和支持，人際學習和建構意
義，都是重要的治療因子（Rice, 2015）。由於其他生存者參與哀傷者一起哀悼能夠減少將
哀傷私人化，以防造成自哀自憐，產生所謂的「可憐的我之態度」（poor-me attitude）（Neff, 
2004, p. 31）。
最後，林耀盛（2005）在九二一震災喪親者之研究發現，哀傷者療癒策略有三種形態

的依附鍵結關係組構。其中「重注鍵結」為哀傷者重新調整連結傾注於家族長輩；而「依

轉鍵結」，在為傾注於後代子孫。本研究也發現參與者在人際關係學習到，即時善待或關

心當前生存的長輩或親人情形；而「依轉鍵結」，在本研究則發現依轉到其人際關係，可

能與本研究參與者的年齡階段多數尚無子孫有關。

綜上，將客體從活人世界的角色，轉化到死後世界的角色，這項儀式對於參與者能

夠產生多項治療元素。顯示哀傷諮商除了意義重建之外，將死者的角色轉化能夠產生

更周延的療癒影響。其中核心因素在於，哀傷者內心重新安頓了死者及與死者的關係。

Parkes和 Weiss（1983）主張復原的任務有三：（1）在理智上接受失落；（2）在情感上
接受失落；（3）個人的自我和外在世界的模式改變，以吻合新的現實。所以產生對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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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認定，可反映達成三項復原任務。或許正如參與者對於這項儀式的體驗：「如果說我

們前面做的各種分享活動是在清理化膿的傷口，那最後的這個活動就是最後一道上藥的程

序，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撫慰效果的活動。」（017-04-a1）以及「這個過程也像是一個縫合手

術，把膿瘡打開清除後，一個縫合的過程，一筆一畫像是一針一線般，把心裡那個傷口好

好的、輕輕的關起來，也許術後一段時間還是會有很疼痛的時候，但是知道，這個傷最後

會好，留下的疤能夠提醒自己珍惜每一個家人每一段緣分。」（019-03-a1）。

四、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以客體角色轉化的理念所發展的一項心理治療儀式，包括兩項重要元素：一為

參與者原有的文化；二為儀式的轉化功能。從參與者的反應，可以看到心理治療儀式中使

用參與者本有的文化元素，特別有助於參與者溶入儀式中。由於儀式為可作為通向當事人

文化背景和靈性的橋樑 （Doka, 2012），參與者容易接受和相信，而能產生治療功能 （Frank 
& France, 1991），正符合 Erickson（2004）強調儀式最重要，需使用當事人本來就有的資
產（assets）。因此心理治療儀式的研發，必須包括使用對象本有的文化元素，尤其是文化
中特有的象徵（Reeves, 2011）。
而儀式具有不可思議的轉化功能，也在本研究發現結果得到驗證。本研究之儀式介入

後發現八項治療元素。尤其參與者對於新的聯結，能清楚知覺是靈性層面的另一種性質之

關係，可以感到安心並成為內心慰藉的助力。這個轉化的歷程，從參與者根深蒂固的文化

種子萌發創作的想像源起，作品形成也就是將內在世界視覺化；繼之，很重要的步驟在於

將作品以語言向他人敘說，Klass（2001）指出與他人敘說，可以改變對死者的表徵。這個
過程，從語言說出來可以：一則能從聽覺得到自我回饋，且與他人交談，及從他人的回饋

等刺激，再擾動與重構個人內在世界，激盪豐富的新認知，不斷的富於作品更多內涵與意

義，即產生認知結構的改變；二則他人對其作品的積極確認（regard），強化了他認同所繪
的死後世界，發展死者的新意象與新連結，而產生療癒。這個歷程是一個自發的歷程，正

如 Rogers（1982）所言儀式似乎具有催眠的作用，這個歷程好像參與者在自我催眠。
其次，本研究之治療儀式介入所產生的療癒，與本土心理學研究發現（李維倫，

2004；林耀盛，2005；林耀盛等人，2011；余德慧、彭榮邦，2002，2003；余德慧等人，
2002；彭榮邦，1999）有相呼應之處，都指向死者的角色被轉化存在死後世界，成為個人
靈性層面的再聯結為療傷的重要仲介因子。李秉倫等人（2015）認為儒家社會文化的持續
連結，是一種外在關係，死者被轉化成祖先，得以進行對話，余德慧（2006）特稱之為「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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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重返」。相較於西方的內在關係的心理聯結，從本研究可以看到這種性質的關係聯結

之優勢，是靈性的，是外在的關係，可以避免欠缺現實感或生死界線不分，發生「保持死

者活著」（keep the deceased alive）的長期性（chronic）哀傷問題（Rando, 1993, p.182）。
最後，Neimeyer和 Anderson（2002）認為哀傷者須經過數月或數年後，才能從死亡

的失落經驗發現利益。而本研究的治療儀式介入，參與者獲得對於死亡意義、人際關係和

人性觀等三方面的學習和成長。可見這項儀式具有促進從失落事件學習的功能。最後，本

研究採取參與者半自助團體方式，若有領導者帶領之團體或可能效果有別。因此，初步驗

證客體角色轉化原理和治療儀式，可使用在諮商治療中作為非複雜性哀傷的介入。

（二）研究限制

由於本研究參與者年齡集中在 20-40歲之間的成年人，且為研究所教育程度。因此該
介入儀式是否適用其他年齡和教育程度者，有待進一步研究。其次，單一介入的影響效

果，可能與前面八次聚會效果的影響有關。再則，參與者的關係人死亡發生時間差異和哀

傷輕重程度，也可能影響研究發現結果。且參與者為選修課程的學生，並非參加哀傷諮商

的求助者，兩者的哀傷程度和求助需求可能有別。再則，參與者因為課程的理論學習，可

能有利影響效果，故這項治療儀式在臨床的效果尚待進一步驗證。最後，本研究為半自助

團體，以及無複雜性哀傷參與者，研究結果無法推論於有治療師帶領之團體，以及在複雜

性哀傷者的狀況。

二、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從本研究初步發現結果，可以看到客體角色轉化假設有研究的價值和重要性，建議未

來可對本研究假設繼續進行驗證。其次，本研究所使用「創造死者死後的世界」之治療儀

式，獲得初步的研究效果。故建議未來研究可以使用臨床求助者和不同背景條件，以及不

同死亡時間的求助者，繼續探究該儀式的適用性和影響。再則，本研究僅使用單次聚會的

分析，為研究上的限制。建議未來可以就團體整體歷程，比較有無使用這項治療儀式在臨

床求助者的治療效果之差異，以及擴充人數以量化方法探討治療效果，以資對照。最後，

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嘗試以本研究假設和儀式來進行複雜性哀傷者之研究，以便繼續瞭解客

體轉化假設對於哀傷療癒的影響情況。

三、在哀傷諮商實務上應用之建議

首先，由於本研究屬於初探的結果，且以學習者為研究對象，非以臨床樣本為對象，

故於實務應用時須謹慎。本研究所發展的哀傷治療儀式，在應用場域：可用於個別諮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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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諮商。然而由於儀式實施的社會性之重要，建議用於團體諮商可能效果更佳。在團體

諮商方式，可用於低結構式團體，也可用在非結構式團體。其次，本研究僅以非複雜性哀

傷者為研究對象，故應用時需要先診斷和排除複雜性哀傷對象，他們可能需要精神層面的

處理。最後，在本心理治療儀式運用歷程，應隨時注意當事人或個別成員的反應和進展的

狀況。尤其在意義建構和角色轉化若有困難的當事人或成員，都需要進一步個別理解與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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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影響結果編碼目錄表

主題 類別 說明

一、 安頓死者獲
得療傷和復

原

（一） 相信死者死後的
善境，而釋懷

1. 所描述死者變得健康或健全、或年輕、或
快樂

2. 所描述死者所處的死後世界是美好的、或
自由的、或充足的，也相信死者在那裡。

（二） 安置了死者，得
到自我安慰、消

除自責或後悔

1. 描述為死者創造一個讓自己感到安慰、或
死者會喜歡的死後世界

2.描述創造一個補償了死者的死後世界

（三） 產生死亡的現實
感

1. 表示明白、或確定死者已經死亡在所創作
的死後世界

2.描述死者在死後世界重生

（四） 發展新性質之聯
結，成為心中的

力量

1. 有描述死後世界的死者，並以某種方式與
自己可以連結或溝通

2.描述新性質的連結可以成為一種力量
3.表示從新的聯結可以被保佑或受到保護

（五） 塑造死者新意象
和關係

1.陳述對於死者的新看法、或重組看法
2.描述死者與參與者的關係和過去不同

（六）修復關係 1.陳述改變過去對死者的負面看法
2.陳述改變過去與死者的負向關係

（七） 完成願望，可以
放下死者

1.表示完成死者的願望或遺言，而釋懷
2.表示完成自己對死者的願望，而放心 

（八）自我轉化和療癒 1.表示體驗或覺察正向自我轉化，不再傷心
2. 表示覺察正向自我轉化，鬆弛與死者張力
的關係

二、學習與成長 （一）重建死亡的意義 1. 陳述過去對於死亡的害怕或迴避，經創造
死後世界，改變對死亡的觀念

（二）人際關係的學習 1. 表示經過這個死亡的失落經驗，更重視當
前親友的關係，或發現親友關係的重要

（三）對人性觀的改變 1.改變過去對於人或人性善惡二分法的觀念
2.表示對人或人性的看法與過去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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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Psychotherapeutic Ritual on Uncomplicated Griever: 
Transforming Role of a Deceased’s Internal Object

Sophie Woo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 family system includes two sub-system: one is the living 

family members and the other is ancestors. Instead of being excluded from family system, it is presumes 

that soon after any one of the family member died will be transformed his/her role by funeral ritual into 

one of the members of ancestor system, and a spiritual nature of continuing bond was re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rol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 psychotherapeutic ritual was designed 

by researcher and applied to help trainees transforming role of their internal object of a deceased. This 

article reports research that utilized critical incident methodology to explore the perceived experiences 

of 23 participants. They were master and doctorate level counselor trainees who participated in expe-

riential grief counseling groups as part of their Death, Dying and Grief Counseling course work.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one of their weekly reflection journals. The specific journal was to reflect trainee’s 

experience of participating in that ritual activity of “Creating an afterlife and world for your beloved 

decea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rticipants identified 11 elements as contributing to their recovering 

from grieving a deceased. These 11 elements were then categorized into two dimensions which were 8 

therapeutic factors and 3 obtained benefits of learning and growth. The finding results were discussed in 

light of the current literature of continuing bonds and psychotherapeutic rituals. Implications for counsel-

ing practice and future research were recommended.

Keywords: bereavement, culture and counseling, grief, object relation, ritual.


